情境化设计赋能“积累与运用”专题复习
——以“语言运用得体”矛盾驱动教学为例
上海市南洋中学  于慧
摘要：本文以高三语文“积累与运用”专题复习课为研究案例，聚焦“语言运用得体”这一高频考查维度，提出以“矛盾驱动”为核心的教学策略。通过系统梳理学生在得体性判断中产生的三组认知矛盾，引导学生在矛盾推进中自主建构“媒介·对象·目的”三维制约模型（语体作为前三者的综合表现维度），实现从语感依赖到系统分析的认知转型。以情境连续化为原则、以学校毗邻滨江的地理优势为资源设计的情境化预习作业单，则为矛盾驱动教学提供了“带着困惑进课堂”的认知基础。本文为教学案例研究，基于课堂观察与学生表现分析，旨在提供可迁移的教学设计思路。教学实践初步显示，矛盾驱动教学法能够有效帮助学生突破“书面语=得体”“谦辞=礼貌”等简单化认知，建立从“解题”到“解决真实语言问题”的思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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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
1.1 上海高考“积累与运用”板块的命题特征与趋势
近五年上海高考（含春考、秋考）“积累与运用”板块呈现出鲜明的情境化命题趋势。据笔者对2019—2023年共10份试卷的统计，语言连贯题年年必考，语言得体运用频次较高，且往往结合邀请函、申请书等实用文体情境加以考查；词语与成语贴切运用近几年多次出现；媒介信息整合与整本书阅读亦相继纳入考查范围。这一命题走向表明，上海高考正从孤立的语言知识测试转向综合性的语言运用能力考查，情境已成为命题的核心载体。

就“语言运用得体”这一具体题型而言，近年命题更进一步凸显出两大特征：其一，情境化转向——题目不再孤立考查语体知识，而是将得体性判断嵌入具体的实用文体情境，要求学生综合考量媒介特征、受众对象、表达目的等多重因素；其二，实用文体聚焦——考查载体集中于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实用文体，体现了语文教育“语言文字运用”的核心价值取向。这一命题趋势对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仅凭规则记忆已难以应对，学生需要建立可迁移的情境分析能力。

1.2 研究综述：现有教学研究的路径与局限
现有关于“语言运用得体”的教学研究，可从三个维度加以梳理。
其一，语体学视角的理论研究。Halliday（1985）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的语域分解为语场、语旨、语式三个维度，语言是否得体本质上是语言选择与语境参数之间的匹配程度，这一理论为得体性判断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丁金国（2005）指出语体意识是语言运用能力的核心构成，语言使用者需要根据交际情境自觉调整语体风格；丁金国（2010）进一步将语体意识界定为“语用主体在语用中对语境与语用模式识别的心理过程”，强调语体意识的培育需要在真实交际情境中反复体验。上述研究为“语言运用得体”教学提供了语言学与教育学的双重理论支撑，但多停留于宏观论述，缺乏针对具体题型的教学操作路径。
其二，情境学习与认知发展视角的教学探索。维果茨基（2010）的“思维与语言”理论揭示了语言能力与思维发展的深层关联。Piaget（1985）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认知冲突是推动学习者打破旧有图式、建构新认知结构的核心动力。这些理论为情境化教学设计和矛盾驱动教学法的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但多源自心理学与人类学领域，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转化路径仍有待探索。
其三，语文教学领域的实践研究。王荣生（2007）从语文教学内容重构的角度，指出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需要以真实的语言使用任务为载体。荣维东（2016）提出“交际语境写作”理念，强调语言学习应嵌入真实的交际情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发展核心素养”。上海市教育考试院（2023）的《语文科考试手册》则从评价层面明确了语言得体性的考查要求。上述研究从课程、教学、评价三个维度为情境化教学提供了政策与理论支撑，但专门针对“语言运用得体”这一具体考点的情境化教学设计研究尚待具体探索。
综上，现有研究在理论层面已阐明得体性判断的多因素制约机制，但在中学教学操作层面，普遍停留于“得体标准是什么”的规则罗列，未能深入探讨“如何引导学生自主建构多因素制约模型”这一核心教学问题，更缺乏对学生认知困境的系统分析与针对性的矛盾驱动教学设计。
1.3 核心问题：学生困境的深层根源
学生在“语言运用得体”题目上的失分，根源在于持有简单化的二元认知模式——将“书面语”等同于“正式得体”、将“口语”等同于“非正式不得体”，或将“成语”等同于“文雅得体”、将“谦辞”等同于“礼貌得体”。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模式，在面对复杂情境时频频失效。
以笔者课堂实践为例，学生在预习作业单中面对广播宣传语修改题时，往往能凭语感找出“捧场”“敝剧院”等明显不得体的表达，却无法清晰说明判断依据；而对于“拟于”这一书面语，许多学生反而认为是得体的。这一典型困境揭示出：问题不在于学生缺乏语感，而在于其认知框架过于简单化，无法应对多因素制约的复杂情境。
本文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不在于补充更多规则，而在于通过精心设计的认知矛盾，驱动学生主动打破简单化认知，自主建构多因素制约模型。
1.4 情境化预习作业单的设计背景
课前，教师以“水岸新春季”徐汇滨江文化节为统一情境载体，设计了情境化预习作业单。南洋中学毗邻徐汇滨江，学生对滨江文化活动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以“身边情境”为载体，使语言学习任务具有切身的现实意义。文化节活动包含话剧《红楼梦》在西岸大剧院演出——西岸大剧院正是滨江文化地标之一，这一设计使得核心案例与滨江情境形成内在关联。
预习作业单共设四项任务，均嵌入文化节这一统一情境：任务一为语言连贯与词语运用（撰写滨江文化地标发言稿）；任务二为实用文语言得体（修改话剧《红楼梦》广播宣传语）；任务三为《乡土中国》概念辨析；任务四为媒介信息整合。其中，任务二刻意预埋矛盾——同一广播宣传语中并置书面语问题（“拟于”）与口语问题（“捧场”），同时保留得体的口语表达（“热闹又有趣”）和书面表达（“一见如故”），使学生在预习时产生真实的认知困惑，为矛盾驱动教学法的展开奠定基础。预习作业单末尾的诊断性反思表格，则帮助教师精准定位课堂教学重点，实现“预习诊断——课堂聚焦——策略提炼——真题迁移”的教学闭环。
二、理论基础：矛盾驱动教学法的学理支撑
2.1 认知冲突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认知冲突是推动学习发生的核心动力：当新信息与已有认知矛盾时，学习者会陷入“失衡”，进而主动寻求“再平衡”，实现深度学习。将其引入“语言运用得体”教学，教师应设计矛盾情境来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引导他们在解决冲突中自主建构得体性判断的多因素框架。
2.2 系统功能语言学
韩礼德的语域理论包含三个维度：语场（内容领域）、语旨（社会关系）、语式（传播渠道）。语言得体，本质上是语言选择与这些语域参数的匹配程度。本文据此提出“媒介·对象·目的”三维制约模型：媒介对应语式，对象对应语旨，目的对应语场（原语场还包含话题内容，为便于教学，本文聚焦于“目的”）。此外，语体不是独立的制约因素，而是媒介、对象、目的共同作用下的外在表现——得体性的核心在于语言选择与这三者的匹配，语体恰当只是匹配的结果。
2.3 情境学习理论
莱夫与温格的情境学习理论指出，知识不能脱离具体情境，否则易形成“惰性知识”。将这一理论引入教学，意味着要把语言学习任务嵌入真实情境，让学生在“做中学、用中悟”。本文设计的情境化预习作业单，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
三、矛盾驱动教学法：以认知冲突激活深度思考
本章以三组认知矛盾驱动学生突破简单化认知，在矛盾推进中自主建构语言得体的多因素制约模型。教师并不直接呈现规则，而是通过矛盾的层层推进，引导学生经历“认知冲突——追问深化——规律建构”的完整思维历程。
3.1 认知矛盾的系统设计
本课以话剧《红楼梦》广播宣传语为核心案例材料。该宣传语原文如下：
市民游客朋友们，话剧《红楼梦》拟于今晚6点在西岸大剧院开演！宝黛初次见面，一见如故；大观园里写诗喝酒赏花，热闹又有趣；抄检大观园，繁华将尽。三小时舞台，带您走进贾府的兴盛衰败。演员演得动情，剧情越品越有味道。敝剧院全体人员欢迎各位前来捧场。
这则宣传语中，既有不得体的表达（“拟于”“敝剧院”“捧场”），也有得体的表达（“一见如故”“热闹又有趣”“繁华将尽”“兴盛衰败”）。
3.1.1 矛盾一：书面语未必得体，口语未必不得体——打破语体二元论
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关注宣传语中的两处表达：“拟于”（书面语，判断为不得体）和“热闹又有趣”（口语化表达，判断为得体），并提出核心问题：同样一条宣传语，书面语是错的，口语表达却是对的——我们原来以为“书面语=得体、口语=不得体”，现在这个标准还成立吗？
这一问题直接与学生原有的“语体二元论”形成尖锐冲突。如果书面语必定得体，那么“拟于”不应被判定为错；如果口语必定不得体，那么“热闹又有趣”不应被判定为对。通过讨论，学生逐渐发现：书面语和口语本身并无优劣对错之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具体情境。“拟于”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书面语，而在于广播是听觉媒介，听众边走边捕捉信息，“拟于”这一书面化表达不易于听觉识别，违背了媒介维度的要求。“热闹又有趣”之所以得体，是因为它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大观园的生活场景，同时口语化的亲切感适合广播媒介和普通市民受众。
这一矛盾有效揭示出：得体性判断的关键不在于语体标签（书面/口语），而在于语言选择是否符合媒介、对象、目的的综合要求。
3.1.2 矛盾二：同一语体表达，有的得体有的不得体——制约因素的多重性

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对比另外两组表达：同样是书面语，“一见如故”“繁华将尽”是得体的，而“拟于”是不得体的；同样是口语，“热闹又有趣”是得体的，而“捧场”是不得体的。教师提出第二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同样是书面语，有的对有的错？同样是口语，也有的对有的错？判断得体与否的真正标准究竟是什么？
通过分析，学生发现：“一见如故”“繁华将尽”得体，是因为它们与话剧《红楼梦》的文学气质高度匹配——具体而言，对象（期待文学化表达的观众）和目的（吸引观众进入古典文学氛围）共同要求典雅的语言风格，而这两个表达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捧场”不得体，则是因为它含有“给面子”“凑热闹”的语义色彩，与剧院真诚邀请观众的态度相悖，违背了目的维度的要求。
这一矛盾揭示出：语体风格本身不是判断标准，关键在于语言选择是否与媒介、对象、目的三个维度同时匹配。同一语体下可以有不同的得体性结果，正说明需要更精细的分析框架。
3.1.3 矛盾三：谦辞的悖论——礼貌表达未必得体，角色定位才是关键

宣传语中“敝剧院全体人员欢迎各位前来”，“敝”是谦辞，本意是表达谦逊礼貌，但判断为不得体。教师提出第三个核心问题：谦辞不是礼貌的表达吗？为什么礼貌的谦辞反而不得体？
这一矛盾触及了学生“谦辞=礼貌=得体”的简单化认知。教师进一步追问：“如果这条宣传语出现在‘上海徐汇’官方公众号上，‘敝剧院’是否得体？”学生讨论后发现：即便换成书面媒介，“敝剧院”依然不得体。这一发现揭示出：问题不在于媒介，而在于“敝”字本身的语义——“敝”作为谦辞，用于谦称自己或跟自己有关的事物，语用功能上表现为说话者主动降低自身姿态以示谦虚，而剧院作为邀请方，其角色定位是真诚、热情、大方地邀请观众，而非降低自身身份。“敝”所承载的语义与剧院作为邀请方的角色定位根本不符。这一矛盾打破了学生“谦辞=礼貌=得体”的简单化认知，揭示出谦辞的得体性取决于说话者在交际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即对象维度的深层要求）。
3.2 教师操作策略：变量追问法
上述三组认知矛盾的呈现与推进，需要一套系统的课堂操作策略作为支撑，这一策略即为“变量追问法”。其核心操作逻辑是：在学生针对某一语言表达形成初步判断后，教师通过改变交际情境中的某一单一变量，追问“如果……呢？”，引导学生观察同一语言表达在不同情境下得体性判断的变化。
根据追问的功能，变量追问法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正向检验——改变变量后得体性改变，揭示该变量的制约作用。以“拟于”为例，当学生初步判断其在广播中不得体后，教师追问：“如果‘拟于’出现在书面通知中，它还不得体吗？”学生发现“拟于”在书面通知中是得体的，从而认识到问题不在于书面语本身，而在于广播媒介的特殊要求。同样，教师可追问：“如果面向的是专业戏剧评论家而非普通市民，语言风格是否需要调整？”或“如果目的是告知而非吸引，‘热闹又有趣’这样的表达是否还合适？”——这些追问分别检验对象和目的维度的制约作用。
第二类：排除性检验——改变变量后得体性不变，排除该变量的干扰，将问题根源定位到其他维度。以“敝剧院”为例，教师追问“如果出现在官方公众号上是否得体”，学生发现即便换成书面媒介依然不得体，从而排除媒介因素的干扰，认识到问题根源在于“敝”字与剧院角色定位的根本冲突（对象维度下的角色定位）。
两类追问共同构成了矛盾驱动教学法的核心操作工具箱，引导学生沿着“发现矛盾——分析变量——归因定位——抽象维度”的路径，自主建构得体性判断的多因素分析框架。
3.3 案例分析：广播宣传语得体性修改的完整教学实践

预习阶段，学生在预习作业单中初步判断三处不得体表达。多数学生能凭语感找出“捧场”与“敝剧院”，但无法清晰说明判断依据；对于“拟于”，许多学生反而认为是得体的；对于“一见如故”“热闹又有趣”等表达，学生普遍无法解释为何得体或为何不得体。这一诊断结果为教师精准定位课堂教学重点提供了依据。
课堂研习阶段，教师通过三组矛盾的层层推进与变量追问，引导学生逐步建立多因素分析框架。其中矛盾三的追问设计尤为精妙：当教师追问“如果这条宣传语出现在官方公众号上是否得体”时，学生发现即便换成书面媒介，“敝剧院”依然不得体。这一发现完成了关键的认知跃升——学生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媒介，而在于“敝”字与剧院角色定位的根本不符。
迁移演练阶段，教师呈现上海博物馆“大博物馆计划”相关宣传语，要求学生运用三维模型（媒介、对象、目的）进行分析。学生能够自主识别媒介（书面公告）、对象（专业观众与普通市民）、目的（告知与吸引），并判断语言表达的得体性。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注意：语体（正式或文学化）并非独立标准，而是前三者匹配后的自然结果。
经历三组矛盾的推进与解决，学生自主归纳出语言得体的核心规律：语言得体即语言选择与情境参数的匹配。情境参数包含三个相互制约的维度——媒介（决定语言的可感知性与接受方式）、对象（决定语言的亲疏程度与尊重方式）、目的（决定语言的侧重点与表达策略）。语体是否恰当，只是上述匹配过程的外在表现，而非独立的判断依据。这一三维模型共同构成得体性判断的分析基础。
四、结语
本文以南洋中学高三语文“积累与运用”专题复习课为研究案例，聚焦“语言运用得体”这一高频考查维度，系统论证了矛盾驱动教学法的设计逻辑与实践价值。本文定位为教学案例研究，旨在提供可迁移的教学设计思路，课堂观察与学生表现分析所呈现的教学效果，有待后续更严格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在教学设计层面，本文提出了三组认知矛盾的系统设计方案：矛盾一（书面语错而口语对）直接打破“书面语=得体、口语=不得体”的语体二元论；矛盾二（同一语体下有的得体有的不得体）揭示媒介、对象、目的三维因素的独立与综合制约；矛盾三（谦辞的悖论）通过排除性变量追问，精准定位问题根源在于对象维度下的角色定位。三组矛盾层层推进，引导学生在矛盾推进中自主建构“媒介·对象·目的”三维制约模型，并明确语体作为表现维度的从属地位。
在操作策略层面，本文提出了变量追问法的两类操作：正向检验（改变变量后得体性改变，揭示该变量的制约）与排除性检验（改变变量后得体性不变，排除干扰、定位根源）。这一分类逻辑清晰，便于教师课堂操作。
在情境设计层面，以情境连续化为原则、以学校毗邻滨江的地理优势为资源设计的情境化预习作业单，并通过将核心案例（西岸大剧院《红楼梦》演出）明确嵌入滨江文化节情境，实现了预习与课堂、情境与案例的深度协同。
教学实践初步显示，矛盾驱动教学法能够有效帮助学生突破“书面语=得体”“谦辞=礼貌”等简单化认知，建立从“解题”到“解决真实语言问题”的思维路径。在上海高考情境化命题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这一教学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参考意义。
当然，本文所呈现的教学实践仍有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局限：矛盾的设计需要教师对学生认知困境有精准的预判；矛盾的推进节奏与课堂时间的平衡需要进一步优化；矛盾驱动教学法对不同学情学生的适用性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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